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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解员运用各种语言策略调控现场以解决纠纷，有效的安慰行为有利于缓和当事人情绪，推动调解进行。

但目前有关调解话语中的安慰言语行为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本研究以《百姓调解》为例，以言语行为理

论为指导，旨在探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使用安慰言语行为的策略及其特点，同时分析具体的安慰言语行

为如何缓和当事人的情绪，并找出影响安慰策略选择的因素。研究发现，调解员更有可能选择以问题为

中心的安慰策略，其次是以情感为中心的安慰策略，辅助策略使用较少。在以情感为中心的策略中，心

理距离是影响调解员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在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中，当事人性别是影响安慰策略的因

素。此外，纠纷的严重程度及调解的阶段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解员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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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ators use a variety of language strategies to regulate the scene in order to resolve disputes. Effec-
tive comforting can help to ease the parties’ emotions and promote medi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comforting speech acts in mediation discourse is not yet sufficient. Taking “Mediation” 
as an example and guided by speech act theor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and their char-
acteristics of mediators’ comforting speech acts during mediation, to analyze how specific comforting 
speech acts ease the parties’ emotions, and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comf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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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mediators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problem-centered comforting 
strategies, followed by emotion-centered comforting strategies, and auxiliary strategies are used least.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mediators’ strategy choices in the emotion-
centered strategy, and gender is a factor influencing comforting strategies in the problem-centered 
strategy. In addition, differences in the severity of the dispute and the stage of mediation also affect the 
mediators’ choice of strategies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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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调解是指在第三方干预下解决分歧的话语实践[1]。目前，除正式的法庭调解之外，电视调解节目作

为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民众反响良好。在调解中，调解员起着关键作用，

他们通常会采用不同的策略解决纠纷，如引入法律顾问和使用网络资源等。同时，调解员的话语也会深

刻影响调解结果。想要调解成功，调解员需要遵循由不同的言语技巧和调解技巧组成的语言规则[2]。 
安慰是指当事人遭受不幸、挫折而处于忧伤、气愤、痛苦等消极情绪状态时，说话人为改变其消极

情绪所实施的一种言语行为[3]。调解中，当事人常常会因为负面情绪拒绝或阻碍调解，而来自调解员的

安慰会舒缓当事人的情绪，甚至直接促成问题的解决。 
因此，本研究将以电视节目《百姓调解》为例，探讨调解员在调解中的安慰言语行为，深入揭示调

解员的安慰策略和特点，分析特定的安慰言语行为如何促进调解活动的进行，并找出影响安慰策略选择

的因素。 

2. 文献回顾 

调解是为纠纷双方提供协商的过程，目的是尽可能满足冲突双方各自的需求。调解员需要有效地帮

助当事人进行谈判，解决冲突。在以往关于调解话语的研究中，张巨文和吴杰文[4]发现，调解员可以使

用指令类、承诺类和表达类言语行为，以批评、说服当事人或建立调解权威。此外，调解过程是动态的。

柯贤兵、李正林[5]分析了调解法官的话语如何随着具体调解语境和调解过程的变化而变化。黄妍妍[6]以
法制类电视节目为语料，研究发现调解员在语用层面上通过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构建了法律专家、心理

学家、仲裁员以及主持人这四种身份。 
电视调解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通过大众传媒呈现家庭纠纷解决的全过程。Ilie [7]指

出，电视调解的最突出特点是半制度性，既有随意谈话的特征，又有解决纠纷的制度性话语特征。有关

国内调解节目的研究主要是从节目内容、形式、收视率上进行研究。张旭[8]指出，调解类节目关注普通

民众的生活，突破了以往节目对名人和大人物的关注，并提供实际的社会援助，同时具有教育意义，因

此能够获得广泛关注。 
安慰话语以缓解或减轻他人的消极情绪为目标[9]。以 Burleson 为代表的学者，对安慰话语的定义、

策略和影响安慰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根据悲伤之人的感受被承认和认可的程度，Burleson [10]构建了由 9 个安慰策略类别组成的层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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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后，Burleson 等学者[9]进一步以个体中心性为标准，将安慰策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高度以人为

中心策略(HPC)、适度以人为中心策略(MPC)和低度以人为中心策略(LPC)，并认为个体中心性程度越高，

安慰效果越好。许林玉[11]、李佳源[12]、陈倩冉[13]参照 Burleson 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标准，将安慰策

略也分为三个主要层级。此外，李水[14]利用语料库技术系统地总结了安慰策略，包括“安慰策略”、“事

件策略”、“认知策略”和“情绪策略”。王奕男[15]建立了以情感为中心的策略、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

和辅助策略的三类策略体系。以情绪为中心的安慰策略可以看作是直接干预当事人的消极情绪，而以问

题为中心的安慰策略则关注问题。 
除策略以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安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虽然学者们同意 Burleson 的观点，

即安慰的个体中心性会影响安慰结果，但还应注意到其他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等)，在一

定程度上会削弱个体中心性的作用，某些情境因素(如所遇问题的严重程度、特定场景特征等)也会影响安

慰的结果[16]。例如，Eagly [17]发现，在进行安慰行为的过程中，心理和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男性和女

性表现的差异，而 Bippus [18]也探讨了幽默在安慰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少量学者比较了安慰在不同文化

中的实施情况，主要包括中日安慰比较和汉英安慰比较。 
综上所述，以往关于调解的研究较为全面，但从语言学角度对电视调解关注较少。此外，对安慰的研

究在定义、策略、影响因素等方面有十分丰富的成果，但缺少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安慰言语行为的微观分析。

鉴于中国的调解话语有自己的独特性，具有丰富的“东方经验”的调解话语的实践尚未得到详细的探讨，

本文希望能够以电视节目为例，探讨调解员的安慰言语行为在调解中的特点、作用和影响策略选择的因素。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我国民间调解的特点，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使用了哪些安慰策略？ 
2) 这些策略是如何使用来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的？ 
3) 哪些因素会影响安慰策略的选择？ 

3.2. 语料收集 

本文语料选取自《百姓调解》。该节目是河南公共频道、河南司法厅制作的一档公益电视节目，旨

在调解普通家庭之间的纠纷，化解矛盾。它呈现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纠纷，如家庭暴力、离婚、赡养父

母和抚育子女等，语料可信度高。调解员通过公开选拔，要求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成熟度和基本的法

律知识。这样的调解方式将媒体和调解员结合，有效降低了司法和行政成本，调解成功率达到 95% [19]。
每期节目时长为十分钟左右，三期节目构成完整的调解事件，此外，每期节目都有一名专业的调解员和

若干名被调解者。本研究选取 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 日的节目为研究对象，使用飞书软件在

线提取视频文本，共提取出 300 例安慰言语，504 个策略。 

3.3. 语料分析 

本文采用的策略分类结合了 Burleson [9]提出的个体中心性的标准和王奕男[15]提出的以情感为中心、

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和辅助策略，并根据收集的数据进行了适当修改。如表 1 所示。 
本研究将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语料库进行人工筛选，计算每种策略的使用情况，

以获得安慰话语使用的一般特征。此外，本研究将采用定性分析来解释特定话语如何实现安慰效果。随

后对典型案例的深入探索，以揭示影响安慰策略选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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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comforting strategies 
表 1. 安慰策略分类 

主策略 子策略 

情感中心 

弱化消极情绪 

安抚消极情绪 

贬低消极情绪的价值 

指出消极情绪带来的危害 

满足情感需求 

关心与支持 

理解与同情 

肯定与褒扬 

问题中心 

责任归因 

归咎听话人 

归咎其他 

客观分析事件 

弱化消极事件 
事件正常化 

弱化消极事件的消极性 

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法 

询问情况 

提供建议 

提供帮助 

转换视角 

接受现实 

积极角度看待问题 

分散被安慰者对事件的注意力 

辅助策略 
鼓励 

祝愿 

4. 分析结果 

4.1. 总体分布 

从表 2 可以看出，调解员使用的主要策略(情感中心和问题中心)占据了绝对地位，辅助策略使用的频

率非常低。其中，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使用多于以情感为中心的策略。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问题

解决了或者变得可控，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负面情绪。 
具体来说，在以情感为中心的策略中，弱化消极情绪占了大多数。安抚消极情绪在所有与情绪相关

的策略中使用最多，接近一半。而指出消极情绪的危害这一策略使用得最少。 
在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中，转化视角的频率最高。责任归因和弱化消极事件的占比十分接近。当被

安慰者面临的问题难以处理或暂时无法解决时，引导他们转化看待问题的一般视角，从积极角度看待问

题，发现事情有利的一面或展望美好前景，最终改变其消极情绪状态，这是一种较为间接的策略手段。

此外，转换视角十分符合辩证主义哲学观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比较适合中国民间调解的安慰策略。提供

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一策略的使用频次仅次于转化视角。向当事人提供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从而能够更顺利地消除或减轻消极情绪。 
辅助策略整体使用得非常少。其中，以往文献中所出现的祝愿策略在本次语料的调查中并没有出现，

鼓励这一子策略占到了辅助策略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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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ults of distribution of comforting strategies 
表 2. 安慰策略分布结果 

主策略 子策略 数量 频率 总计 

情感中心 

弱化消极情绪 

安抚消极情绪 91 49.73% 

36.31% 

贬低消极情绪 8 4.37% 

指出消极情绪带来的危害 5 2.73% 

满足情感需求 

关心与支持 49 26.78% 

理解与同情 15 8.20% 

肯定与褒扬 15 8.20% 

总计 183 100% 

问题中心 

责任归因 

归咎听话人 6 2.11% 

56.35% 

归咎其他 18 6.34% 

客观分析事件 27 9.51% 

弱化消极事件 
事件正常化 6 2.11% 

弱化消极事件的消极性 41 14.44% 

提供问题的 
解决方法 

询问情况 4 1.41% 

提供建议 53 18.66% 

提供帮助 19 6.69% 

转换视角 

接受现实 11 3.87% 

积极角度看待问题 92 32.39% 

分散被安慰者对事件的注意力 8 2.82% 

总计 284 100% 

辅助策略 

鼓励 37 100% 
7.34% 

祝愿 0 0% 

总计 37 100% 

4.2. 语料分析 

(1) 调解人：我看你这么痛苦。咱一件一件说，先别急，大姐。(1.5)我看你伤心，这么大年龄了，伤

心了。没事，你相信我，我今天就是来帮你的。(轻轻拍肩膀) 
在夫妻关系调解案例中，调解员通过情感中心策略与问题中心策略的组合运用，实现了情绪安抚与

调解事件推进的双重目标。当妻子因情绪崩溃拒绝沟通时，调解员首先使用“我看你这么痛苦”、“伤心

了”等话语实施理解与同情(情感中心–满足情感需求)，肯定当事人的情绪，确认当事人的情感合法性。

接着运用“咱一件一件说，先别急”实施事件正常化(问题中心–弱化消极事件)，将复杂的情绪体验结构

化。配合肢体接触(轻拍肩膀)的非言语安慰(辅助策略)，形成多模态安抚系统。这种策略组合为后续“帮

你的”(提供帮助)的解决方案陈述奠定基础，成功打破了调解僵局，推动调解的继续进行。 
(2) 调解人：你想一想你中间经历过什么，这个经历让你感觉到的那个状态，你现在可以试着可以说

出来，我在听。 
本案例涉及亲子关系，十几岁的女孩因为父亲家暴而离家出走，并在调解中期再次遭受辱骂，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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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调解员采用问题中心策略主导的复合模式。“你想一想经历过什么”运用询问情况(问题中心–提

供问题的解决方法)引导认知重构，通过疑问句引导叙事重建。“我在听”实施双重策略：字面层的关心

与支持(情感中心–满足情感需求)建立情感联盟，会话隐涵层的客观分析事件(问题中心–责任归因)预设

解决方案的存在性。这种“情感托底 + 问题导向”的架构，使当事人从纯粹的情绪宣泄转向事件陈述，

有利于提高调解效率。 
(3) 调解人：没事，保险公司会付，现在去找新的公寓吧。 
本案例中，被调解人家中发生重大火灾，由此产生经济纠纷。调解员先说“没事，保险公司会付”，

来弱化事件的消极性(问题中心–弱化消极事件)，安慰被调解人的损失可能没有想象中的大，及时停止被

调解人对恶性事件的消极联想。接着，调解人又建议其“去找新的公寓”，来提供建议(问题中心–提供

问题的解决方法)，将认知焦点从问题域转向资源域，形成“资源激活–行动指引”的干预步骤，有利于

缓和当事人的消极情绪，推动调解进入实质协商阶段。 

4.3. 影响安慰策略选择的因素分析 

4.3.1. 心理距离对安慰策略的调节作用 
就安慰方式而言，“安抚消极情绪”(49.73%)和“关心与支持”(26.78%)等情感中心策略占据主导地

位，反映出调解员更倾向于通过肯定当事人的情绪来建立情感联结。这种策略选择符合情感支持理论中

“情绪验证”的机制：当调解员通过语言(如“我理解您现在一定很痛苦”)承认当事人情绪合理性时，能

有效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增强信任感[20]。相比之下，“弱化消极情绪”(36.31%)和“贬低消极情绪”

(4.37%)等否定性策略使用频率显著较低，验证了否定策略可能损害情感联结的假设——尤其在心理距离

较近时，否定性回应易被感知为情感忽视[21]。 
纠纷中，调解员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冲突的顺利解决，需要当事人清楚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

并由此找到冲突事件的缘由。采用肯定消极情绪的策略，能够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和情感，容易拉近调解

员和当事人的心理距离，使其更加主动地表达情感，由此，调解员才有可能理解当事人的状态，体会当

事人的心理，才有实现顺利调解的机会。 

4.3.2. 性别文化建构影响安慰策略的选择 
调解员作为安慰者，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会影响被安慰者对安慰话语的反应，以便选择合理的安慰

策略。Gudykunst 和 Matsumoto [22]认为，属于不同人口群体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人口特征(比
如年龄、性别、民族等)就应该成为被考虑的因素。然而，Burleson [23]通过大量的研究统计发现，人口特

征的确能够影响人对安慰话语的反应，但是影响很小，通常只占反应变数中的 1%到 3%。因此，根据性

别等对安慰策略进行区分，可能产生的安慰效果差异不大。 
但本次研究发现，调解员的安慰策略极大程度上与当事人性别相关。当事人的性别显著调节策略选

择，特别是在责任归因和应对消极情绪维度。首先，以问题为中心的安慰策略中，“归咎听话人”(2.11%)
和“归咎其他”(6.34%)策略虽总体使用率低，但跨性别分析发现，当面对男性当事人时，调解员更倾向

于采用“弱化消极事件的消极性”(14.44%)等间接否定策略。此外，在以情感为中心的子策略中，“贬低

消极情绪”(4.37%)以及“指出消极情绪带来的危害”(2.73%)占比也较低，但在已有的语料统计中，这两

类案例的当事人全部为男性。由于男性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有着“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大丈夫”形象，

因此在面对男性的消极低落情绪时，人们可能会有否定和贬低行为的存在，而对于女性，直接否定相对

较少。这印证了社会角色理论的预测：在父权文化规训下，男性被期待展现情绪克制[24]，调解员可能无

意识地通过“你现在需要冷静分析”等语言重构男性情绪表达，避免强化其“脆弱”的社会标签。这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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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化应对策略实质上构成象征性暴力，通过语言实践再生产性别不平等[25]。 

4.3.3. 调解事件对安慰策略的动态调节效应 
除上述因素外，还应将安慰放入调解的语境下。首先，纠纷的严重程度呈现显著的效应。在涉及重

大利益冲突时，“提供建议”(18.66%)和“提供解决方法”(56.35%)等工具性策略使用率激增，符合危机

沟通中的问题导向模型。此时调解员更多采用“我们可以分三步处理这个问题”等结构化语言，通过降

低事件不可控性来缓解焦虑[26]。而当问题严重性较低时，情感中心策略使用频繁，体现调解员对情绪投

入的弹性分配。此外，调解阶段的差异，也对安慰策略产生了影响。在调解初期，情感中心策略占比较

多；进入实质协商阶段后，问题中心策略激增。调解员通过语言的动态转换(从情感共鸣到问题解决)实现

关系管理。例如初期使用“我理解您”建立同盟关系，后期转为“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分析”推进实质进

展，体现出策略选择的阶段性特征。 

5. 结论 

本研究以《百姓调解》为例，探讨了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使用安慰言语行为的策略及其特点，并运用

会话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具体的安慰言语行为如何缓解当事人的消极情绪。此外，本研究还对影响安慰策

略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调解员更有可能选择以问题为中心的安慰策略，此外是以情感为

中心的安慰策略，辅助策略使用最少。在以情感为中心的策略中，心理距离是影响调解员策略选择的重

要因素；在以问题为中心的策略中，性别是影响安慰策略的因素。此外，纠纷的严重程度及调解的阶段

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解员的策略选择。 
然而本文是基于电视节目的话语研究，在样本代表性上存在局限，不能反映安慰言语行为的普遍特

点。此外，要确定影响安慰策略选择的因素还需要更加充分的证据，尤其需要相关性检验和更充分的文

本支撑，这些将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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